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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复杂因素背景下，营商环境的外部因素对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程度逐渐提高，但现有文献并不足以对

这一现象提供系统的检验和理论解析。QCA作为一种新兴方法，能够将营商环境和企业实际经营效益的研
究结合起来，构建外部营商环境与企业投资回报率增长的理论模型，从而捕捉投资回报率的外在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收集调查问卷数据，实证研究显示：存在着3种营商环境组态，代表着不同的高投资回报率的实现

方式。此外，引入制度组态视角，探究营商环境生态要素耦合对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研究揭示了营

商环境生态要素耦合对企业投资效益的深刻意义，以及改善制度环境对于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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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mplex factors, the external factor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have gradual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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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ed their impact on the rate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bu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not enough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test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is phenomenon. As a new 
method, QCA can combine the research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actual operating effi-
ciency of enterprises, buil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xter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 return on investment, so as to capture the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questionnaire data,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ways to achieve high ROI. In ad-
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 the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busi-
ness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lement coupling on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reveale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lement coupling on enterprise in-
vestment benefits, and the value of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promoting the be-
nig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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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投资回报率是反映企业投资绩效的关键指标[1]，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以实现企业发展的动态最优是

企业和学术界共同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的 40 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GDP 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我国

的市场主体总数达到 1.4 亿户，相较于美国 8.2 年和日本的 12.5 年，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 2.5 年

[2]。随着新冠疫情的长期持续，国内外的市场需求与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面临着更大

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政府和企业意识到，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制度环境的改善亦能缓解企业所面

临的困境。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并颁布了一系列为企业减负降税的政策，推动了中

国各地的企业的复工复产，此外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中国对疫情的有效管控，有效推动了中

国经济的复苏并增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意愿持续提高。但是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

营商环境内部多要素间的协同关系对企业投资回报率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营商环境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3]。以往针对营商

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政策制度、教育和金融等单个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4]，忽略了营商环境生态

内部的交互机制的研究，所以在营商环境生态研究当中，政府与市场间更为复杂的协同共生关系的研究

相对不足。在既定的环境承载力下，营商生态内政府与市场逻辑间竞争与合作的复杂互动，决定了生态

内企业的投资回报。在当前，我国所处的转型期内，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组合形成不同的制度组态，产

生了制度复杂性问题[5]。在这种背景下，单个制度要素的供给不足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以及

制度组态如何系统地影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尚不明确。制度内部各要素的耦合和整体效能是未来研究的

重要研究[6]，基于整体论下的组态理论化使得在面对制度复杂性和多因素并发因果问题时往往更具有优

势[7]。因为基于对称思维的回归分析与基于非对称思维的 QCA 组态分析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适用范

围也有所区别。前者遵循演绎逻辑和假设检验，适用于变量层面的净效应关系分析。后者基于溯因逻辑

(abduction)来识别特定结果产生的组态原因，适用于制度组态的复杂关系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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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前，学术界针对组织投资回报率的制度组态研究还比较缺乏，该问题又超越了传统的企业经营

和投资回报率的范畴，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形成企业盈利能力的组态分析视角和框架。 
基于组态视角，建立了一个营商环境和投资回报率的理论分析模型，从营商环境生态与投资回报率

之间的现象出发，根据溯因逻辑去探究不同投资回报率产生的组态原因，以及单个制度因素是否会形成

投资回报率的瓶颈。并运用 fsQC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方法，分析必要和充分两类

因果关系[9]，深入研究城市营商环境生态各要素间的复杂互动。并将致力于在研究中去探索哪些营商环

境组态可以产生高企业投资回报率。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首先，基于组态视角更广泛和系统地整合了

营商环境生态的要素，探究多种营商环境生态如何促进投资回报率的提高，为营商环境和企业投资回报

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其次，本文引入组态视角探究营商环境生态对投资回报率的复杂影响，对

揭示企业高投资回报率的多元路径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前言，第二部分对营商环境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框架进行设

计，包括研究现状和理论背景的研究建构；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则为分析结果；第五

部分归纳研究结论，并讨论研究贡献。 

2. 现象、理论背景 

2.1. 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指在某一经济体内的涵盖了企业完整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领域内企业所需付出时间和成本的

总和；营商环境的重要领域包含了企业的开创成本、金融和信贷成本、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和税收环境等。

从时间线上看，营商环境是一个由众多的要素构成“生态系统”，该系统最初为生物学领域概念，Moor (1993)
最先将生态系统的概念从生物学中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并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10]；Dunn (2005)在此基

础上，构建了创业生态；进一步地，世界银行(2004)将“营商环境”作为专业名词，正式标志着对营商环

境概念的正式形成；从测量维度上看，Korner (2002)最早提出清廉指数[11]、综合治理指数、捕捉指数，透

明度指数和公司治理风险指数为框架；Bradley 等(2011)认为还需要对环境可提供持续性的资源的进行考量

[12]；而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能够加强商业生态内各个体对资源、机会、能力的感知[13]，还能对贸易出

口绩效和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14]产生的直接的影响，所以，对这些因素也可以成为考量的因素。 
中国对于营商环境的理论研究始于对改革开放的招商环境的研究，世界银行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

了经验性的参考，并基于该体系开展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针对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尝试去整理

和分析[15] [16]，并考察其对企业创新[17]、经济增长的影响[18]。然而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评价体系对我

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存在倾向性、样品不科学、刻板印象等问题，其研究的视角对司法、教育等公共资源和

环境的考察也比较缺乏，理论基础和来源与我国制度的匹配度不高[19]。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制度的多元

化，李志军等(2019)针对性地构建了营商环境评价的原则、指标及方法[3]，杜运周等(2020)在其基础上，引

入 fsQCA 和 NCA 相结合的方式，探究营商环境不同要素间的组合对不同城市的创业活跃度的影响[20]。
QCA 方法的引入，使得探究营商环境的层次突破了传统的回归，从营商环境内部多要素之间的组态关系入

手，增强了研究的丰富性和层次性，视角从单一向多元要素内部之间的转变，也更符合现实的逻辑。 

2.2. 投资回报率 

投资回报率(ROI)是指通过投资而应返回的价值，它涵盖了企业的获利目标、利润，和投入经营所必

备的财产相关[21]，是衡量单位投资可以得到的收益水平[22]。对投资回报率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中期，

针对企业内部的不同资金的投资回报进行比较，然后学术界开始转向对企业类型[23]和样本量[24]的投资

回报率研究；这些研究中发现中国上市企业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脱节的现象[25]，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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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从而推动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26]。中国的学者们在过往研究基础上对中国资本回报率的测算进行归

纳，总结为模型化核算体系和非模型化核算体系[27]，并从影响因素入手进行进一步的探究，辛清泉(2007)
从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视角去研究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28]；郭春娜(2020)在测算了制造业的资本回

报率后，证实了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主要影响因素为全要素生产率[29]；黄晶(2020)则从人力资本和收入不

平等的视角入手，去探究与资本汇率之间关系[30]。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投资回报率的单方面或者特定行

业的因素影响，对于来自多因素交互的宏观环境的影响较为缺乏。 

2.3. 组态视角下营商环境生态与高投资回报率的必要与充分因果关系 

营商环境作为一种制度生态[31]，需要从制度生态的角度来考察其内部要素间的关系与这种关系对环

境承载力的影响。而以往针对制度生态的研究往往是基于理论化和变量导向的方法，这种方法因为其固

有的局限：首先，非对称共栖关系缺乏进一步的细分，非对称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其次，对于营商环

境中各因素间更复杂的交互因素缺乏进一步的探究，基于多因素交互产生的营商环境的复杂现实“难以

实现对线性二元或多元的关系进行表述”[32]。所以，采用一种适用于研究多因素互动关系的方法来究营

商环境生态中各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组态理论化则适用于这样的情境。政府效率、人

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与创新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并对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产生影响，还

有待进一步的考究。但是根据组态视角，不同营商环境呈现多样化的制度组态，可以采用溯因逻辑去探

索哪些制度组态产生了高的企业投资回报率。QCA 方法与组态分析基于溯因逻辑，可以识别产生高投资

回报率的制度组态，以及制度组态内的互动关系，为营商环境生态和投资回报率关系提供细粒度的分析

和提供新研究思路与方向。 
本文关注两种因果关系：1) 哪些营商环境要素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实现高的投资回报率必要条

件，2) 这些营商环境要素如何耦合以实现高的投资回报率。本文使用组态视角，探索营商环境生态多要

素间影响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复杂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nalysis model: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logy on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图 1. 分析模型：营商环境生态对企业投资回报率的组态效应 

3. 研究方法 

3.1. fsQCA 的研究方法 

QC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及其理论由 Ragin (1987)创立，QCA 方法以整

体论为基础，将案例认为是原因条件所组成的整体，强调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复杂关系。Ragin (2001)认为，

社会现象的诱因之间往往是相互依赖的而非相互独立的，所以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需要采用“整体的”、

组合的方法[33]。传统的回归分析运用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技术[34]，自变量在其中假定为可以独立运作，并

且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着统一的对称关系[35]，然而，在管理实践中，发生条件间往往是相互依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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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立的，这种非对称的关系更为符合社会现象的假定。QCA 方法包括清晰集分析、多值分析和模糊集分

析三种方法，而 fsQCA (模糊集分析)对模糊集(Fuzzy-set)和真指标分析方法进行了融合，使得案例研究的条

件与结果突破了二元划分，对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拓展。 
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探索城市营商环境生态影响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因果复杂机制。fsQCA 采用整体

视角，进行跨案例的比较分析，致力于探索哪些条件要素的组态引起预期结果的出现，哪些组态引起预

期结果缺乏或不存在等因果复杂性问题。营商环境各要素组合形成不同生态，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复杂影

响机制就属于这类问题，所以特别适合采用 fsQCA 方法进行研究。 
最后，fsQCA 方法结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优势，回应了少数案例定性分析的“可推广性”质疑，

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样本分析对于定性变化和现象分析的不足。同时，与传统回归方法不同，fsQCA
使用的是布尔代数，从而不会导致遗漏变量偏差，因此，fsQCA 方法中没有控制变量的要求[36]。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问卷调查方式，调研的对象主要是以贵州省内企业家和企业中层领为主，主要

是通过贵州大学 MBA 中心协助调研，面向贵州大学 MBA、EMBA 和 MPM 学员收集问卷。前因变量城

市营商环境题项设置是源于《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该报告涵盖了 254 个城市营商环境的 6 个

要素，即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要素

的研究，对构成不同要素的题项进行扩展与补充。第二，结果变量的题项设置来源于 Ford 和 Schellenberg 
(1982)构建的组织绩效方法[37]。所有测量问卷题项均采用李克特的 5 点计分法，1~5 表示发生频率或符

合程度由低到高，在收齐问卷之后针对 fsQCA 的使用方法，采用效用值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效

用值的值域为[0, 1]，效用值越接近 1，说明该指标的得分越高。本研究通过线上发放的方式共收集到 232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22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6.6%。 

3.3. 变量测量与校准 

1) 结果变量 
本研究借鉴 Ford 和 Schellenberg (1982)所提出的组织绩效测量方法中的“相对于竞争对手，企业可

以提升投资回报率”的题项，经过修改后最终形成“相比于其他市(州)，您企业所在地的营商环境对本企

业实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具有？”来作为本文的结果变量的问项。以问卷获得的相应数据来测度，采用

效用值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效用值的值域为[0, 1]，效用值越接近 1，说明该指标的得分越高。 
2) 前因条件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了 6 个营商环境要素测量。每项营商要素指标下设二级指标，通过

对其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一级要素指标得分。各二级指标采用从问卷获得的相应数据来测度，采用效用值

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效用值的值域为[0, 1]，效用值越接近 1，说明该二级指标得分越高。具体

测量如下。 
政府效率。政府效率由“政策公平透明性与公开性”、“项目审批效率”、“采纳社会意见”和“政

策稳定性和持续性”通过平均计算得出，全面衡量了政府服务的规模和效率。 
人力资源。由“雇佣难易度”和“人员流失率”进行计算得出。 
金融服务。由“企业银行融资成本”和“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平均计算得出。 
公共服务。由“知识产权管理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和“生产要素供应及价格”平均计

算得出。 
市场环境。由“供应链合作情况”、“市场份额”和“销售增长率”平均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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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环境。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力度”平均计算得出。 
3) 变量校准 
本研究采用直接法把变量校准为模糊集。由于本文城市营商环境和城市创业活跃度是新公布的测量，

缺乏外部和理论标准，参考先前的研究[38]，本文将 6 个条件变量与 1 个结果变量(企业投资回报率)完全

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 3 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 95%、50%与 5%。非高创业活

跃度的校准通过取高创业活跃度的非集实现。各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Table 1. Collection, calibr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集合、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集合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差 最大值 

投资回报率 2 3 5 3.35 0.846 1 5 

政务效率 2.25 3.25 5 3.3972 0.73674 1 5 

人力资源 1.875 3 4.5 2.9159 0.77818 1.5 5 

金融服务 2 3 4.5 3.222 0.78933 1 5 

公共服务 2.3333 3.3333 5 3.3816 0.6831 1.33 5 

法治环境 2 3.5 5 3.3575 0.78544 1 5 

创新环境 1.875 3 5 3.2336 0.83305 1 5 

市场环境 2.3333 3.3333 5 3.3396 0.71642 1 5 

4. 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 fsQCA3.0 软件分别分析导致高创业活跃度和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环境组态，这些不同的组态

表示实现同一结果(高投资回报率或非高投资回报率)的不同营商环境生态。同时根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对

本文发现的组态进行命名。 

4.1. 必要条件分析 

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之前需要检测每个前因条件，对于结果的影响有可能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

需要对前因条件进行必要性分析，本文采用 QCA 方法检验必要条件。若单个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普遍较高

(<0.9)，则说明该条件是导致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如表 2 所示，“非高市场环境”是导致非高投资回报率

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对诸多条件因素组合的联动效应展开标准分析以便于寻求合适的解释。 
 
Table 2. Necessity test of single condition of QCA method 
表 2. QCA 方法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 

 结果变量 

条件变量 高投资回报率 非高投资回报率 

政务效率 0.761169 0.65073 

~政务效率 0.594956 0.848485 

金融环境 0.797518 0.7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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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金融环境 0.542674 0.764647 

人力资源 0.629703 0.615601 

~人力资源 0.705765 0.854658 

公共服务 0.727462 0.619641 

~公共服务 0.630584 0.882267 

市场环境 0.73731 0.531313 

~市场环境 0.602402 0.944893 

创新环境 0.830504 0.700449 

~创新环境 0.566053 0.855444 

4.2. 组态分析与求解 

1) 产生高投资回报率的环境生态 
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并将 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0，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由于缺

乏环境条件影响结果确切方向的证据和理论，本研究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假设单个营商环境条件出现与

否均可贡献高投资回报率。通过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套关系对比，识别每个解的核心条件：既在中间解也

在简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该解的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QCA 分析结果如表 3。 
 
Table 3. Configuration of high and non high ROI in fsQCA 
表 3. fsQCA 中实现高、非高投资回报率的组态 

 高投资回报率 非高投资回报率 

条件 P1 P2 P3 N1 N2 N3 

政务效率  ● ●    

金融环境 ● ● ●    

人力资源   ●   
 

公共服务 ● ● 
    

市场环境 ●  ●    

创新环境 ● ● ●    

一致性 0.98 0.96 0.99 0.87 0.88 0.89 

原始覆盖度 0.56 0.41 0.45 0.62 0.66 0.64 

唯一覆盖度 0.04 0.05 0.02 0.03 0.07 0.04 

总体一致性 0.96 0.86 

总体覆盖度 0.63 0.73 

注：a.●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 = 边缘条件缺失。 
 

其中，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有 3 个(P1、P2、P3)，下面详细分析每一种影响创业活跃度的

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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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驱动型。组态 P1 指出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互补高金融环境、高公共服务和高创新环境为

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本研究发现组态 P1 呈现出部分互利型共栖的组态关

系，市场受益于政府的存在，产生了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市场逻辑的高低对政府的积极作用没有影响。 
2) 政务效率、金融环境和创新环境驱动型。组态 P2 指出高政府效率、高质量金融环境、非高人力

资源和高创新环境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公共服务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高投资回报率。本

研究发现组态 P2 在缺乏人力资源不足的城市之下，政府通过提升效率，并不断打造金融环境和创新环境，

增强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可以产生高的投资回报率，这种环境之下，人力资源对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作

用并不必要。 
3) 政务效率、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驱动型。组态 P3 指出高政务效率、高市场环境和高创新环境为

核心条件，互补高金融环境和高人力资源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高投资回报率。本研究发

现组态 P3 呈现出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处于重叠或不同的生态位，因为得益于相互之间的存在，产生了政

府与市场协同相互增强的效应，P3 表明政府提高效率，通过打造高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并加强对金

融环境和人力资源的建设，可以产生高的企业投资回报率。 
2) 产生城市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环境生态 
本文也检验了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有 3 个。首先，组

态 N1 显示，在高金融环境，高公共服务的核心条件缺失，并伴随着非高人力资源、非高市场环境和非

高创新环境的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中，投资回报率不会高。其次，组态 N2 显示，在高政府效率，

高公共服务的核心条件缺失，并伴随着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和市场环境的边缘条件缺失的营商环境生态

中，投资回报率不会高。最后，N3 显示，在高政务效率、高金融环境、高公共服务和高创新环境的核心

条件缺失，并伴随着市场环境的边缘条件缺失的营商生态中，投资回报率不会高。 

5. 结论、讨论与展望 

5.1. 结论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是当今学术界的关注的焦点。转型经济中多元制度逻辑并存，

市场和政府均对资源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制度组态框架，采用 fsQCA 这种新兴的方法，从组

态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生态与投资回报率的关系。 
首先，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发现非高市场环境是构成非高投资回报率的必要条件，然而并未发现单独

构成高投资回报率的必要条件。其次，本文采用组态视角和 QCA 方法发现了产生高投资回报率的 3 种营

商环境生态。这 3 种营商环境生态体现了不同城市投资回报率的多重实现方式。这说明政策制定者可以根

据所在城市的营商环境现状，对比实现高投资回报率 3 条路径中具有相近营商环境生态的路径，在不同的

驱动逻辑等方向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共栖或共生关系，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生态，实现高的投资回报率；

也可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向较不相似的城市营商环境学习如何优化环境提升投资回报率。 

5.2. 讨论 

1) 理论启示 
营商环境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及其内部的关系决定着其具备的环境承载力，进而影响企业

的投资回报率。所以，衡量城市的总体营商环境状况，并分析这种营商环境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必须采

用特定的整体视角和有针对性的方法。因此，本研究从组态视角出发，分析营商环境生态要素间耦合的

组态效应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现有制度环境与投资回报率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和贡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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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 fsQCA 的方法。QCA 的优势是分析充分条件的复杂因果关系，非常适合分析本文中营商环

境生态(组态)与投资回报率的关系。并基于组态理论化，本文系统地整合了营商环境的要素，回应了对于

生态要素耦合研究的呼吁。以前的研究强调对于单个制度环境的要素的挖掘[39]，而本文对营商环境的组

态分析，为营商环境多要素耦合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论为制度复杂性下的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了丰

富细致的证据和启示。包括：组态 P1 市场驱动型的关系下，市场逻辑发挥主导作用，意味着当企业意识到

其所处的营商环境能够为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上下游配套，并且其所处环境能够给企业传递出实现更好的

市场份额和销售增长率的可能时，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率。组态 P2 与组态 P3 均呈现出共同

的政务环境和创新环境的核心条件关系，这说明得益于政府逻辑的“帮助之手”和创新环境的包容性，使

得企业所处营商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有助于克服新创企业的资源约束[40]。同时在金融扶持或市场环境的

良性耦合的支持环境下，企业更易感知城市资源和机会的可获得性，企业的投资回报也会更高。 
2) 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与企业投资回报率关系的研究，启发不同城市可以根据当地的营商环境

现状，调整政府和市场逻辑，把握营商环境的某些要素的组合优化，促进投资回报率。本文组态结果的

实践启示： 
a) 中国制度多元背景下，提高政府效率、发挥好创新环境的动态性和可塑性仍是构建好的营商环境，

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重要措施。P2 也显示在人力资源环境欠佳时，政府通和金融环境和创新环境的耦合等

良性耦合，可以有效促进高投资回报率。 
b) P1 中，市场环境作为核心条件，金融环境、公共服务和创新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的良性耦合，表

明了，市场环境的优越性，往往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条件，促进了企业高投资回报率。而且属于

这类组态的企业最多，说明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中，要强调市场的核心地位，坚持以市场导向为方

向进行不断深入的改革。 
c) P3 显示，政府与市场和市场的三核心驱动，在金融服务和人力资源的有力支持下，产生高的投资

回报率。在完全互利型共栖关系中，政府与市场在一些重叠生态位中相互增强，其通过完全互利型共栖

或共生逻辑，提升政府效率，发挥市场作用，提升金融服务和改进创新环境等，可能有利于企业投资活

动的开展和投资回报率的提升。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首先，本文努力对发现的组态进行了定性资料的补充分析，但是本文与其他 QCA 研究一样，面临的

共同挑战是如何深化质性分析。其次，受限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仅对贵州的城市进行研究，这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未来可以收集更多的城市营商环境和创业活动方面的数据，对产生

高投资回报率的营商环境组态(路径)进一步分析。再次，必要条件分析可以采用新方法 NCA [41]，补充

在充分因果分析上优势突出的 QCA 方法。fsQCA 可以识别必要关系，但其只是定性地陈述“一个条件对

于一个结果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没有定量地体现必要程度，而对 NCA 来说，不仅可以反映其必要

条件的“是”或“否”，还可以反映详细的隶属分数，这使 NCA 与 fsQCA 的结合具有了更大价值[42]。
最后，与生态视角一致，本文聚焦于分析城市生态环境下的投资回报率，未来可以探究不同营商环境生

态如何影响创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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